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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放开了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管制，跨省区的人口迁移逐渐活

跃起来，人口迁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开始凸显。因此，国家越来越重视迁

移人口的问题。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首次成为主要普查的项目。

目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已经公布。为此，本文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

为依据，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迁移人口特征的变化，确定了新的人口迁移中

心；此外，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证明迁入人口数和就业人数与经济总量之

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Becaus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let go the strict 

restrictions on the migration flows, the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gradually warmed up, and the migratory effects of 

population on economy are also beginning to be highlighted. 

Therefore, our country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problem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fifth population censu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ecame the major survey of projec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data has already been reported 

recently. So this paper analyze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changes 

about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based on these two census data, and 

determined the new centr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addition, 

through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it proved the correlativity 

among the scale of immigration,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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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政策的倾斜和产业发展

的优势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在 20世纪 90 年代以后飞速发展，逐渐拉大了与中

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倾向于迁

入具有更高工资水平的行业和地区。[1]而且，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对人口的吸引作用较强。在这种推—拉作用的双重影响下，加

上我国对迁移人口管制的逐步放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

迁移，而且，跨省区的人口迁移越来越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张五庆，

1998；王桂新，2003；马红旗，2012；魏星，2004)。[2-5]随着东部地区对

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增强，东部地区逐渐成为我国跨地带迁移人口的首选地，

并且这种跨地区人口迁移的集中趋势越来越明显，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跨地区的人口迁移中，一半以上的迁移人口来自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

而且，人口迁出的区域极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迁出地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

两湖流域及四川盆地(魏星，2004)，迁移人口主要迁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新疆(王化波，

2009)。[6] 

    人口迁移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7]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也是多方面的。所以，通过研究迁移方向和迁移人口的特征，有助于为深

入分析人口迁移对经济的影响提供依据。一直以来，关于人口迁移与区域经

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国内的热点课题。翟锦云(1994)和王桂新(2005)均从劳

动力供给的角度分析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8-9]而孙峰华(2006)

则从人口迁出有助于缓解迁出地土地和就业压力的角度分析，[10]同时，迁

出人口收入的回流对迁出地经济建设和资本积累也存在积极的影响；王德

(2003)和袁晓玲(2009)均认为人口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11-12]

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口迁移也会产生一些负面

的影响。如蔡昉、张文新等证明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将不利于迁出地

农业的发展。[13-14]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可能会使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村老

龄化速度加快；而且，城市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会给城市住房、交通、环境、

能源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压力(张胜康，1995)。[15]此外，人口迁出也会给迁

出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妻子等问题。 

    2010 年 11 月 1日零时是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标准时点，因此，基

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人口迁移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探讨人口迁

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新变化。 

 

    二、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目前我国省际迁移人口的特征进

行分析，并与“五普”时期迁移人口状况相比较，分析现阶段我国迁移人口

的变化趋势。由于我国的人口迁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户籍的迁移，并且这

一比例有持续扩大的趋势；[16]此外，普查资料中迁移人口的调查对象既包

括有户籍变动的，又包括在新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没有户籍变动的人口。

[17]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为人口迁移而非人口流动。 

    (一)迁移人口的数量 

    第一，我国整体人口迁移规模呈迅速扩大的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迁移规模，尤其是省际人口迁移规模呈进一步扩大趋

势。“六普”时期，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跨省迁移的人数为 7929 万

人，而“五普”时期为 4713 万人，跨省迁移的人口数在总的迁移人口中所

占比重由 29.38％上升到 32.56％，年平均总人口迁移率也由 10.94‰上升为

17.31‰。因此，无论从人口迁移数量，还是从迁移率看，2000 年以后，我

国人口迁移规模呈进一步加速扩大的趋势。 

    第二，东部地区是我国的人口聚集地，迁移人口的地区极化效应呈

扩大趋势。从我国人口平均迁入率来看，东部地区是我国人口迁入率最高的

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迁入率最低，多数均为人口净迁出地区。比较

2000 年和 2010 年我国各地区的人口迁入情况，东部地区的平均人口迁入率

上升最为明显，人口迁入率上升了 5.77 个千分点，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仅

上升了 1.01 和 0.73 个千分点，而且，中部的人口迁入率低于西部地区；此

外，从人口净迁移率来看，仅东部地区平均人口净迁移率为正，并呈上升趋

势，中、西部地区则在不断下降，这说明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迁移的极化现象

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见表 1)。 

    第三，2010 年上海市和北京市成为我国人口迁入的核心地区。虽然

2000 年广东、北京、上海分别为我国人口迁入率最高的地区，但由于近 10

年来广东省的平均人口迁入率变化不大，而上海市和北京市迁入人口规模又

迅速扩大，到 2010 年，上海和北京的平均人口迁入率已分别达 43.79‰、

41.65‰，成为我国平均人口迁入率最高的地区。 

    第四，中部地区仍为我国主要的人口迁出中心，人口迁出趋势进一

步增强。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密集，同时又是中、西部地区迁入人口的主要来

源地，2010 年全国 48％的迁出人口均来自于中部地区，除内蒙古自治区是

唯一的人口净迁入地区之外，中部地区其他省市均为人口净迁出地区。其中，

安徽省在 2010 年成为我国人口输出第一大省，人口迁出率达 20.80‰。 

    第五，新疆对人口的吸引作用明显减弱。虽然，2010 年新疆仍是西

部地区人口迁入率和净迁移率最高的地区，但由于平均人口迁入率大幅下降，

而迁出率又出现上升，与 2000 年相比，新疆的人口净迁入明显下降，“六

普”时期的新疆已经不再是我国的人口迁入中心。 

    (二)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 

    人口迁移不仅仅会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也会改变人力资

本的空间配置，分析不同文化素质的省际迁移人口在该地区迁移人口总数中

所占比重，并且比较同一省份不同阶段省际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构成，可以



观察不同文化素质水平迁移人口的地域选择特点，数据结果如表 2所示。 

    通过比较分析两次普查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可以发现，我国具有高

等学历的人口跨省区的流动性有所降低，而省内短距离的迁移规模呈扩大趋

势；相反，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在 2000 年以后更倾向于离开本省寻找工作；

具有中等教育文化素质人口的流动性最强。 

    此外，从我国各地区不同文化素质结构人口迁移的情况看，东部地

区没有上过学及具有初等教育文化素质的迁移人口跨省区迁移的比重呈上升

态势，而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素质的迁移人口更倾向于在东部地区本省范围内

流动；中部地区作为我国最核心的人口迁出地，迁出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

比重相对其他两个地区来说最高，但呈下降趋势，高素质的劳动力转而倾向

于选择在本省范围短距离的迁移；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亟待

提高迁移人口的基本文化素质水平，尤其是宁夏、青海、新疆和中部地区的

内蒙古。 

<插入表 1、表 2> 

 

    (三)迁移人口的职业构成 

    一是我国迁移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人数最多，“五普”及“六

普”两个时期该行业迁移人口占比分别为 60.75％、55.44％，而从事商业服务业的

人员比重仅次于生产及运输设备操作业；而且，从事制造业的迁移人口比重出现下

降，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则明显上升。 

    二是东部地区省际迁移人口的就业结构变化与全国基本一致。即：从事生

产及运输设备操作的人员最多；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比重也较高，而且有明显的

上升趋势。 

    三是中部和西部地区迁移人口的从业结构变化较大，农林牧渔业的从业人

员比重均出现大幅下降。中部地区从事商业服务业和生产及运输设备操作行业的人

员比重明显上升，为中部地区从业人员比重最高的行业；西部地区有更多人在专业

技术行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工作，还有较大一部分迁移人口为办

事人员，而其他行业的就业比重普遍大幅下降，改变了 20 世纪 90年代后西部地区

以农林牧渔业为主要行业的就业结构，这说明“六普”时期社会因素是西部地区人

口迁移的主要动因。 

 

    三、我国省际人口迁移中心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一直是以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

移为主，发生变动的只是东部地区内部人口迁移中心的改变。由于我国东部、中部

和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差别。

经济发展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动力，为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转移提供了条件。[18]因

此，那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成为人口迁移的中心地带。 



    (一)人口迁移中心的测算 

    本文通过利用人口迁移选择指数(Migrant Preference Index)的方法来测

量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变化特点，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公式如下：[19] 



     



     



<插入表 4> 

        根据上述方法计算我国人口综合迁出与迁入选择指数(计算结果如

表 3所示)。我们将综合迁出选择指数小于 100、综合迁入选择指数大于 150 的地区

定义为我国的人口迁入中心；将人口迁入中心分 2个等级，强势迁入中心(综合迁入

选择指数大于 300)和次级迁入中心(综合迁入选择指数介于 100 到 300 之间)；同样，

将综合迁出选择指数大于 200 的定义为人口强势迁出中心，将综合迁出选择指数介

于 150～200 之间的定义为次级人口迁出中心(结果汇总如表 4所示)。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 4 个强势人口迁入中心，分别为上海、北京、

浙江和广东，3个次级人口迁入中心，分别是天津、福建和江苏；强势人口迁出中

心只有安徽，次级人口迁出中心包括江西、贵州、湖南、湖北和重庆。 

    (二)人口迁移中心的变化趋势 

    王桂新等(2003)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心进行了测算，得到“五普”时期我

国人口强势迁入中心，包括北京、广东和上海；次级迁入中心，包括新疆、浙江、

天津和福建。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新特点，在国

家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不同程度

的改变，对迁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也有所变化。 

     

    “五普”和“六普”两个时期的迁移中心比较情况(如表 5所示)。上海、

北京和浙江为我国“六普”时期的三大人口迁入中心。其中，对人口吸引作用出现

明显增强的为上海、浙江和江苏，江苏省已成为我国新的人口迁入中心，而广东省

的人口迁移中心地位大幅下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四位；此外，新疆作为我国“五

普”时期唯一一个西部地区的人口迁入中心，“六普”时期人口吸引作用也大大降

低，已不再是我国的人口迁移中心。 

    通过比较 1990-2000 年及 2000-2010 年两阶段我国人口迁入中心的变化(如

表 6所示)，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上海作为我国最强的人口迁入中心，“五普”时期上海市的迁入人口主

要来自于距离较近的省份，如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但是，“六普”时期，浙



江省和江西省迁入上海市的人口数减少，而河南省和湖北省迁入上海市的人口开始

增多。“六普”时期，上海市迁入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迁入人口主要来自于东部

地区的江苏省，中部地区的安徽省、河南省和湖北省，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省。 

    2.北京曾是我国最强的人口迁入中心，但“六普”时期其第一迁移中心的

地位下降到第二，但迁入北京的人口仍主要来自于周边的河北和河南两省；此外，

山东省和黑龙江省迁入北京市的人口在“六普”时期出现上升，而四川省和安徽省

迁入北京的人口数量则出现减少。 

    3.浙江省近 10年来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大大增强，由“五普”时期的全国

第五大迁入中心，在“六普”时期晋升前三。“六普”时期，河南省、安徽省和贵

州省迁入浙江省的人口增多，而湖北省、四川省和江西省的迁移人口则出现减少。 

    4.广东省是我国迁移人口最多的地区，“五普”时期，广东省曾经是我国

第二大人口迁入中心，而在“六普”时期，广东省对人口的吸引力有所减弱，人口

迁移中心地位也出现下降。而且，迁入人口地区分布结构也发生了变动，湖南人在

广东省迁移人口构成中仍占最大比重，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及河南省的迁移人

口比重有所上升，而来自于四川省和江西省的迁移人口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5.天津市近年来发展势头很好，经济总量与北京市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20]天津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也不断提升。从迁入人口地区构成看，“五普”和

“六普”两个时期均没有发生改变，迁移人口地区来源分布很稳定。 

    6.福建省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和非国有化程度均较高的地区，开放的经济和

优越的地理环境推动了外商来闽投资，[21]而外国投资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22]

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较强。“五普”时期，福建省的迁移人口主要来自于江西省、

四川省、安徽省、湖北省和重庆市，“六普”时期由安徽省迁入福建省的人口大量

减少，安徽人转而倾向于迁入与本省距离较近的经济发达省市，而贵州省人口迁入

福建省的趋势渐强。 

    7.江苏省跻身为 2000 年后我国人口迁入中心之一。2000 年以后，江苏省

迁移人口的构成中，安徽人在迁移人口构成中仍占最高比重，此外，河南省和山东

省迁入江苏省的人口规模出现明显上升，相反，来自浙江省和四川省的人口则大大

减少。 

    8.新疆虽然在“五普”时期是我国第四大人口迁入中心，但是，近些年来，

新疆地区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不断减弱，2000 年以后新疆已经不再是我国的人口迁

移中心。 

<插入表 6> 

     

    四、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数列曲线形状的接近程度做发展态势的分析，通过这

种方法来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如果两个因素发展态势是一致的，

同步化程度较高，则两者的关联较大；反之亦然。所以，灰色关联分析有助于找到

对某一变量影响最大的因素。 



<插入表 7> 

     

     

    (二)求绝对差 

    根据求得的标准化序列求绝对差，得到一个新序列： 



     



     

     

五、结论 

 

    第一，我国“人力资源红利”①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六普”时期，我国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仍处于较为年轻的阶段，主要集中在 20-24 岁期间，迁移人口规

模仍呈扩大的趋势；而且，迁移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整体素质在不断上升。迁移

人口的这种特点有利于收获“人力资源红利”，人力资源的红利效应将抵消人口红

利逐渐减小的负面作用，支持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23] 

    第二，服务业稳步发展，人口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2000 年以来，迁移人

口中从事商务服务业的人口比重明显上升，而从事制造业和农业的人口比重则出现

大幅下降，这说明我国人口的就业结构随着产业升级的推进也在逐步优化。第一产

业和第二产业人口不断向第三产业过渡。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大，有巨大的劳

动力吸纳能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服务业的稳步发展有助于降低失

业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三，人口迁移中心进一步向东部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新一轮人口迁移

中心发生了重组，上海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迁移人口聚集地。而且，浙江省、天津

市、福建省和江苏省对迁移人口的综合吸引力大大提高，而北京市、广东省和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综合吸引作用有所下降，尤其是新疆，在“六普”时期已经不再是

我国迁移人口迁入中心。人口迁出地区中，安徽省是我国第一人口迁出中心，并且，

在我国迁入中心的迁入人口中占有绝对重要的比重。 

    第四，人口净迁入地区与迁入人口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从人

口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看，人口净迁入地区经济与迁入人口之间具有最为密切的

相关关系。从长期影响看，人口迁移有利于平衡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从而减轻对

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人口迁移的过程能够促使

劳动者不断积累经验，从而使人力资本趋向成熟(张永丽，2010)。[24]此外，也有



学者证明人口迁入对我国经济，尤其是东部地区经济的贡献作用巨大(杜小敏等，

2010)。所以，在人口迁移和人力资本不断提高与积累的过程中，人口的迁入将会为

迁入地区的经济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注释： 

    ①人力资源红利：主要指教育发展产生的直接收益，可以将人力资源红利

定义为人力资源收益减人力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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